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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傳經」——論徐復觀先生《春秋》

學說與其經學觀 

宋惠如 

〔摘 要〕 

晚清民國以來學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一透過重整與究實經學史發展為主要途

徑，藉以發掘經學性質、價值與意義的共同趨向。在此時代課題下，徐復觀先生

以上古史與史官為視角，肯定經典中史的特質，同時透過精研西周史官制度與文

化、六藝經傳，以及《春秋》經傳解經之法，省察中國經史的變遷與發展，尤其

對《左傳》「以史傳經」之法有獨到見解，為其究真經學本質與價值、意義的主

要途徑，是以本文就其一、論《春秋》經傳與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學，

二、論「以史傳經」之經史意識，討論其經學史觀在《春秋》學的具體論證內容，

以說明其經學觀及其《春秋》學研究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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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五次學

術研討會議（2017 年 7 月 13-14 日），原題為〈試探徐復觀先生之《春秋》學論述與其經、史

觀〉。經匿名審查委員惠予寶貴意見，令本文更至其應有之貌，於此謹致謝忱。 
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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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徐復觀（1904-1982）先生著作等身，今人編述其文集、全集，流通版本多種。
1錢穆（1895-1990）先生於八十歲時特意開設「經學大要」課程，九十六歲逝前仍

掛念課程內容的修整，徐先生晚年也有著同樣的關注，視經學為中國歷史文化的

基型與起始的基線。2研究徐先生經學有四篇期刊：岑溢成（1952-）〈徐復觀先生

的經學觀〉（1992）、林慶彰（1948-）〈徐復觀先生研究經學史的得失〉（1992）、3

沈小勇〈徐復觀經學史觀的歷史譜系〉（2009）、邵華〈徐復觀的經學史研究〉

（2015）4沈文主要指出，不同於當代學者走向將經學哲學化的路向，徐先生以史

學究經學，指出其研究努力在於「中國文化的再認識」，特別是就經學思想作內

容上的研究，有一回歸「真實的經學史」的期待。邵文指出經學史為徐先生晚年

關注，並略論其經學之起源、形成及對西漢經學史之看法，注意到徐先生《春秋》

經傳之說。岑氏主要指出，徐先生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經學，有兩個基本問題：

周公和孔子（551-479 B.C.）在經學史中的地位，以及五經博士與漢代經學思想的

發展。林氏指出其經學史研究特色，深究經學政治層面所顯示的意義，和個別思

想家的評述。上述研究皆肯定徐先生經學研究主要在二點：從史的角度研究經學，

以及經學史的研究。 

本文研究徐先生《春秋》學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若就其經學論著可

                                                 
1 據筆者所搜，包括《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徐復觀文集》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多種，臺灣學生書局與臺灣商務印

書館出版的徐先生著作，以及最近九州出版社之《徐復觀全集》。 
2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學生書局，1982 年），頁 239-240。 
3 岑溢成：〈徐復觀先生的經學觀〉，收入《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

學，1992 年），頁 89-90。林慶彰：〈徐復觀先生研究經學史的得失〉，同前註，頁 99-116。 
4 沈小勇：〈徐復觀經學史觀的歷史譜系〉，《船山學刊》2009 年第 3 期，頁 81-84。邵華：〈徐復

觀的經學史研究〉，《宜賓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10 期（2015 年 10 月），頁 26-33。此外，邵華

亦有論徐先生歷史觀與歷史思想之論文，如〈徐復觀的歷史認識論〉以徐先生認為歷史認識

的客觀，是限定在一定範疇內帶有主體性之客觀，隨著主體觀念的變化、材料的擴充，主、

客體之間始終處於不斷的對話、理解的過程。參邵華：〈徐復觀的歷史認識論〉，《宜賓學院學

報》2018 年第 1 期，頁 2-9。以及〈徐復觀論歷史之價值功用〉論其歷史致用觀和價值觀，為

文化民族本位立場，並彰顯歷史的鑒戒與道德褒貶價值。參邵華：〈徐復觀論歷史之價值功

用〉，《宜賓學院學報》2020 年第 1 期，頁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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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研究脈絡，即如岑先生所指，從史的角度研究經學，乃是徐氏經學觀，亦即

何謂經學的說明；這樣的經學觀，乃是透過其經學史研究藉以理解其認知的經學

特質。然而三篇文章猶未深究徐先生專經論述，或是就其專經論述中關於經學發

展與經學的具體內容。對於徐先生認為經學要「重新加以反省，加以把握」5的具

體內容，或可就其專經論述進行更為實質的掌握。6第二，徐先生自覺的採取以史

學方法研究經學，目的在還經學一真實發展面目，這也是清代乾嘉時期以考證徵

實的方式，自訓詁、通詞以達道的方法論實踐。乾嘉後期，始自劉逢祿（1776-1829）

《春秋左氏考證》，康有為（1858-1927）《新學偽經考》（1891）接續在後，舉

《史記》之說、《漢書‧藝文志》中漢代經學發展，作為其闡述經學史觀與經學

觀的根據。其後，對經學史的探究便成為說明經學觀、展現經學主張的途徑。劉

師培（1884-1919）以《經學教科書》（1905）說明經學的開創、源流，分期說明

經學發展，從中申明其經學觀。又如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1907）

便以其今文學觀說明其經學史觀，大量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作為

引證時，亦多為其對經學內容、性質的主張與說明。章太炎（1869-1936）《國學

概論》（1922）亦然。換言之，晚清民國今、古文學家論戰雙方，皆以經學史的

說明做為經學主張聲張之所。由於雙方對經學開創的起始觀點不同，對經學性質

理解不同，由此開展的經學史說明，有同有異，呈現紛然之況。至民國時期，錢

穆先生在其《國學概論》（1931）及其《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1958）中，試

圖要架構與澄清秦漢經學史與今古文經學的歧異、調合。就此而言，晚清民國以

來學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一透過重整與究實經學史發展為主要途徑，藉以發掘經

學性質、價值與意義的共同傾向。徐先生面對此一時代課題，同樣是從經學史的

整理說明其經學觀。他何以採取史學角度研究經學？這不僅是當代學術研究的共

同趨向，在其〈原史〉中以《春秋》、《左傳》做為中國史學與思想的特殊存在，

成為其探論經典中史學性質的主軸。相對的，徐先生深入探討經的淵源來自於史，

從探究史、史官的角度談論與確立經學的性質時，這樣的立論角度，決定了他對

                                                 
5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239-240。 
6 對徐先生專經研究論文，有楊自平：〈徐復觀論《易》析論〉，《鵝湖學誌》第 51 期（2013 年

12 月），頁 39-61。學界關注新儒家《易》學者甚少，本文說明徐先生《易》學於現代《易》

學的定位及重要性，其於同時期古史辨派的觀點，又較唐君毅、牟宗三二位先生，更能有所

回應與抉擇。楊氏之文，同樣也注意到徐先生對孔子與六經的觀點，肯定孔子為經學形成過

程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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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的理解，與對其史學性質的肯定。對徐先生來說，經學具有史的性質，亦有

強健豐富的思想性質，有其不同於現代的史學意義，為具有中國獨特學術文化之

所在。那麼他如何解釋中國異於他國學術文化的上古經史學呢？亦須自其論《春

秋》談起。 

五經中，《春秋》學為徐先生著力最多者。自 1960 年著作〈周初宗教中人文

精神的躍動〉、〈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收入《中

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便多以《左傳》為史料，講述當中所透顯的人文精神。

在《兩漢思想史》卷一、二、三，以《左傳》為素材討論周初政治社會與董仲舒

（179-104 B.C.）《春秋》學，以及〈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談

孔子《春秋》學、《左傳》的問題，1980 年徐先生七十九歲著作〈先秦經學的形

成〉、〈兩漢經學史〉，於八十一歲逝前集結為《中國經學史的基礎》（1982）

中，7探討《春秋》學的傳承與發展問題，皆可資以考究徐先生《春秋》學論述。8

特別是《春秋》與《左傳》具有經、史之性質，因此在徐先生以史的角度探察經

學時，多以自《春秋》《左傳》形成與流傳，以為論述、證呈的脈絡，是以就此

《春秋》《左傳》學之面向，可深入探究徐先生經史觀念之內容與架構。本文就

其一、論《春秋》經傳與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學，二、論《左傳》之「以

史傳經」，討論其經學史觀在《春秋》學的具體論證，以說明其經史觀及其經學

研究之價值、貢獻。 

二、論《春秋》經傳與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學 

徐先生在《兩漢思想史》卷三〈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以

下簡稱〈原史〉）一文，述史、論史職、論史官，藉此論述孔子之學的特質在歷

史之學，討論孔子修《春秋》的意義與《左傳》相關論題。這篇近百頁的長文，

半數篇幅講論《春秋》、《左傳》，可據此探論徐先生《春秋》學的主要觀點。

                                                 
7 參考黃文興：〈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下）〉，《書目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1993 年 3 月），頁

92。本文文獻根據臺灣商務出版社、學生書局版。 
8 不同於對《左傳》的推崇徐先生，將《周官》視為王莽、劉歆製作之書，雖不將之視為偽書，

但也不將之視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參氏撰：《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1980 年），頁 1-3。尤其五經典籍各有不同特質，徐先生以史傳經說，尤能談《春秋》，

但不見得能談其他典籍，本文所論經學觀，著重於徐先生以史傳經說解說《春秋》《左傳》的

獨特視角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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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徐先生逝前所作《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仍將〈原史〉其中的二處論述「《春

秋左氏傳》若干糾葛的澄清」、「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特別收

入此書中，可見徐先生對此間論證的信心與底定，以及對《左傳》的重視，以之

為先秦經學的形成與兩漢經學史發展中的重要論題。 

〈原史〉論及《春秋》學的論題有兩方面，一則聚焦在孔子與《春秋》，說

明孔子修《春秋》的意義，再以史學角度論孔子的貢獻。二則關注《左傳》，試

圖澄清歷來學者對《左傳》質疑，這部分可說是對晚清以來疑古風潮的回應。在

論述孔子《春秋》與《左傳》中，同時間雜徐先生對三傳的立場與評判。以下分

三點說明：一、論孔子與《春秋》。二、論三傳詮釋效力與《左傳》的信史價值。

三、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學。 

（一）論孔子與《春秋》 

首先，徐先生採杜預（222-285）「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的說法，指《春秋》名由，以年為紀錄單元，乃一年四季的簡稱，9採《左傳》

成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說，視之為孔子修《春秋》之用心。認為其中「微

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是書法之說。徐先生引《荀子‧勸學》謂：

「《春秋》之微也」為解，認為「志而晦」之「志」，不是杜預「記之」之意，

乃如《莊子‧齊物》：「《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而以《春秋》為政治理想

之歸趨，「晦」乃曲折的記述方式，「懲惡而勸善」是「修」《春秋》的目的。

此外，他贊同《左傳》以「修」作為孔子因魯史而成《春秋》的意涵，較孟子（372-289 

B.C.）「作」《春秋》說，更為恰當。 

徐先生引《公羊》哀十四年傳，視之為孔子修《春秋》的動機與目的，特別

注意這幾句「君子曷為為《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肯定《公羊》所稱《春秋》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作為撥亂反正的憑藉。並引《論語》以〈堯曰〉為結，孟子以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作結，荀子（316-237 或 235 B.C.）以〈堯問〉篇

作結，皆以堯舜之道為儒家相承的政治上的最高理想。至於孟子論《春秋》，徐

                                                 
9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頁 248-252。下引經典皆出於

徐先生引用，不另標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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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認為孟子其實指出：「孔子作《春秋》，辨別是非，賞罰善惡，以史的審判，

標示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孔子所說的『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義，指的即是《公

羊》傳所說的堯舜之道，董仲舒所說的『仁義法』。這是他定是非賞罰的大標準。」
10徐先生還關注到先秦時，韓非（281-233 B.C.）對於《春秋》闡述；在〈內儲說〉

上、〈外儲說〉上、〈說疑〉之引事說理與《春秋》與三傳若合符節，尤其是〈外

儲說右〉上引子夏：「《春秋》之記曰，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

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11認為韓非受到孔子作《春秋》的影響。 

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如何？徐先生透過詮釋與綜合先秦諸說提出解釋：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不在今日的所謂「史

學」，而是發揮古代良史，以史的審判代替神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說，

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不是史，今日可以看到的《春秋》，

孟子說得很清楚：「其文則史」，這是魯史所記的。12 

 

當中有二處值得關注者，（一）以孟子說《春秋》使「亂臣賊子懼」的「審判」效

用，作為《春秋》的價值。（二）這樣的審判效用是中國古代良史的傳統，也是經

之所以為經、不為史，具有超越史學之上的重要特質。 

就徐先生所論，他之所以以《公羊》之「以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作為《春秋》

懲惡的基準，這個意思應該是，以堯舜之禮法為對照基準，作為判定當代之惡時，

禮法本身即在這樣的評判中被彰顯。徐先生之說固然可成立的，但是這樣的「被」

彰顯是消極的，須伴隨「懲惡」之惡的現實而來。在孟子，特別強調「亂臣賊子

懼」的效用，目的是懲惡，似乎與《左傳》所謂「懲惡而勸善」呼應。然而「懲

惡」是消極的目的，「勸善」是積極的作為與目的，二者並不能相當。當孟子強

化了懲惡的效用，「勸善」一層，亦即《公羊》所謂「樂道堯舜之道」之「樂道」

的從容性，便隨之隱没。換言之，徐先生以「審判」說明中國古代史官的效用，

引之為《春秋》為文動機與目的，亦是偏向「懲惡」、使「亂臣賊子懼」之用。

因此徐先生《春秋》學偏向孟子《春秋》學的立場；相對於《春秋》「勸善」層

                                                 
10 同前註，頁 256。下引同。 
11 同前註，頁 266-267。 
12 同前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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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理解，如《公羊》所言樂道堯舜之道，《左傳》更是積極的以指善為勸善，

更富有更具積極意義的「教」的內涵，其詳載上古三代事件、話語所產生的示範

性的積極作用，是不同的理解層面。 

另一方面，透過對《春秋》的觀看，徐先生省察孔子的學問性格與對史學的

貢獻。首先就孔子繼承自中國「史」的傳統的學術性格，與西方傳統哲學相較；

前者訴之於歷史實踐的事實，由此啟發人類的理性，且應據以遵循的具根源性的

「義法」，而不是如後者本質上係為概念性的空言。徐先生進一步闡釋孔子承繼

以「史」之實事實理作為中國學術性格的精義與重要價值： 

 

把立基於人類歷史實踐所取得的經驗教訓，和他由個人的實踐，發現出生

命中的道德主體，兩相結合，這便使來自歷史實踐中的知識，不停留在淺

薄無根的經驗主義之上；同時又使發自道德主體的智慧，不會成為某種「一

超絶待」的精神的光景，或順著邏輯推演而來的與具體人生社會愈離愈遠

的思辯哲學。13 

 

比對中西哲學本質，徐先生不滿「一超絕待」或是順邏輯推演的思辯性，而不見

得具有實踐可能、甚至是超絕於人間生命的西方哲學傳統，更認同可實踐的「歷

史經驗教訓」之中國學術思想傳統。就孔子《春秋》來看，如此的「史」乃是具

實踐性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且是做為孔子個人實踐而生發的道德主體之所在。由

是，一方面使經由歷史實踐而來的知識，不只是一種經驗教訓，另一方面就孔子

個人實踐而成的道德主體的智慧，同樣印證「歷史經驗教訓」的可實踐性。如此

兩相印證，作為經驗性存在的「史」的歷史教訓，便具有普遍價值與實踐的可能

性。換言之，具有「史」之特質的中國學術文化，本具可實踐性，在孔子之德的

實踐中，不僅印證其可實踐性，益以此實踐性又復成為後世可仿效、踐習之根據。 

是以在東周禮衰樂亡中，經由孔子對前代的繼承與個人的實踐、點化，久衰

的史官傳統再一次復現於《春秋》，徐先生認為是如《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見「易

象」與「魯春秋」之歎：「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後世見孔子《春秋》，亦應有周禮在《春秋》之歎。因此徐先生認為孔子所成就

                                                 
13 同前註，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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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與自己的生命同在，與萬人萬世的生活同在的中庸之道。」14這是徐先生

對中國學術思想之富含「史」的內涵，在思想、哲學上的肯定，特別指出不同於

西方史學與後世史學意識之價值所在，而尤以《春秋》為代表。 

徐先生認為《春秋》如此別具獨特中國的史的價值內涵，不僅超出後世之史，

且對後世史學產生影響，有五大貢獻：15（一）孔子賦文字書載以人類運命所托的

莊嚴使命，是以對文字紀錄本身與其載具的事實，首先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嚴

謹精密的紀錄態度與方法；一是深入到文字紀錄的事實內部，以發現事實所含有

的意味。換言之，徐先生認為，孔子對文字紀綠的形式與內容有深刻的認識，徹

底掌握了文字紀錄的價值與效能。（二）孔子發現因、革、損、益的歷史發展法

則，因而提供了人類一種把握歷史綱維的方式，以及順著歷史趨向行進的準據。

徐先生就此點，肯定《春秋》展現的歷史發展法則，以及其所指示於人，可自《春

秋》得見的歷史「綱維」，並形成順史而行的準據時，《春秋》成為具足歷史法

則、歷史軌跡，深具規範與示範性；是以《春秋》成為不僅具有反省過去，並具

有查鑑、示範未來之效能。（三）從著作者角度來看，以孔子處境作《春秋》，

徐先生認為他處理的是「近代史」、「現代史」，在當代危殆之中，冒犯政治之

迫害，以「微」、「諱」的方式寫下當代實事實象，所展現由道德而來的大勇氣，

當中具有予以後世史學的重大示範。徐先生認為學者的人格是其著作是否可信的

第一尺度，特別是置身於歷史書寫中，作者主觀的價值判斷固然不可取，但是作

者主觀中，還可能包括著一種對人的關切之情。除去作者之主觀，便失去對人的

真正關切之情，然若對人沒有真正的關切之情，卻又無法進入歷史事實的內層。

這中間有一種既要摒棄主觀而又要有真正的關切，中間具有的看似衝突、矛盾的

張力，對此的克服，或說是平衡，徐先生認為是來自於有最高道德責任的感情，

他依從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者蘭克（1795-1886）謂之「真正史學者的共感」之說，

推崇由《春秋》所見之孔子，便是具有如此最高道德責任感情，能平衡於主觀價

值判斷與對人真正關切的張力中，深入歷史事實內層，展現超乎歷史經驗之上的

普遍價值。（四）中國古代編年史所形成的時間秩序，乃是史學的基石。《春秋》

與《左傳》共載錄二百五十五年歷史，在史學立場上的意義有二，一則孔子加上

「春王正月」表現天下的統一、時間的統一；其次，則是歷史時間與事實紀錄的

                                                 
14 同前註，頁 257、258。 
15 同前註，頁 2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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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二者是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文化中無可比擬的。（五）徐先生認為，因孔子

《春秋》而出現了《左傳》，不僅成為完整記載中國歷史的宏著，而且下開中國

後世史學之盛，形成歷史文化之支柱。自世界文化來看，此乃是共繫於人類運命

而得以永垂不朽者。 

就上述，徐先生對《春秋》的推崇與所論《春秋》之貢獻，是從「史學」來

看，然其所謂的「史學」，不是現代史學。徐先生深研西方史學，反省並結合中

國古代典籍所來自的史官傳統中，重新探究、說明中國古代具有史的特質的經，

亦從中說明具有經的價值的史。他肯定孔子《春秋》為中國古代經史學的代表，

自其文字紀錄形式之精謹，自其內容思想上的規範效用，予以後世史學在著作者

人格上的示範，以及就人類文明來看所具有的永恆價值，就此而言，徐先生所論

《春秋》，是超乎現代史學之上，非現代歷史學思考所能框限者。徐先生從文字

紀錄的形式與內容、作者主客觀之省察，在世界史學與文化的高度上，肯定《春

秋》是有承於以往，示範當代，並有望於未來的創造，而可為後世史學、文化與

文明的典範。 

徐先生所論最後二點，結合時間與史實的關注，完整呈顯中國歷史者，徐先

生將之歸於《春秋》與《左傳》整體著作展現上。《春秋》一萬六千字，如何達

致徐先生上述之貢獻？最根本的，還是在徐先生指出《春秋》、《左傳》二書「由

史實而得以使時間賴人類生活的內容所充實；由時間而得以使事實有條不紊的呈

現」，16特別重視《左傳》之實事載記。其具體如何，須從三傳特點談起。 

（二）論三傳詮釋效力與《左傳》的信史價值 

徐先生主要三傳的時代先後，說明三傳詮釋效力；《公羊》的著述時間，與

孔子之時相去不遠，《穀梁》成立的時間，則在戰國中期以後，並認為桓譚（生

卒年未確）《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

『春秋』，殘略多有遺文。」《穀梁》作於《左傳》百餘年之後，是可信的。再

從用字遣詞來看，《穀梁》曾參考《公羊》，在義理上，《穀梁》對君臣之分、

華夷之辨、男女之防，較《公羊》嚴峻。17他同時指出，孔子在《春秋》的文字之

                                                 
16 同前註，頁 260。 
17 同前註，頁 257。另一部分的說明在頁 251-252；徐先生就《公羊》論《春秋》為文動機時，

以《公羊》盛贊堯舜之道，乃是就周道再向上提高一層，明於孔子「公天下」的用心，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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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口傳之「義」，弟子將之筆之成書者，不止一人、一書，是以《穀梁》之

「傳曰」不全與《公》同。特別是《穀梁》有「其一曰」、「其一傳曰」與多處

「或曰」的情況來看，應是戰國中期時，存在不少可為《穀梁》參考的「春秋傳」。

而《公羊》是早期整理成書，再由戰國中期前後，有人把「子沈子」、「魯子」、

「子公羊子」的話補充進去。徐先生從內容與引用之言的語氣判定二傳先後，固

有其理，然而從用語或部分內容來看，二傳亦有著作者不同，關注不同，是以用

語上與內容上的不同，時代先後如何？當有更明確的證據方能執定。18何況，時代

的先後，果能表示詮釋《春秋》之言的正當性？就後世三傳之紛然，恐仍不足以

說明。 

雖說徐先生對三傳的評價不一，但都肯定三傳說明《春秋》的作用，特別是

在《春秋》書法的索解上。徐先生並不確定孔子之意是否由書法見，19但認為書法

分三種類型，三類的書法無法由釋義彼此出入、衝突的三傳確定時，則可由通貫

大體以求之，再經《論語》加以驗證。徐先生之法其實也是一種通採三傳的作法。
20事實上，在不排除三傳卻又不明其釋義效度高下的情況下，徐先生更關注《左傳》

詮釋《春秋》的重大意義與貢獻，大篇幅說明《左傳》的價值。 

徐先生一向注意到《左傳》作為中國上古信史的重大貢獻。作於 1961 年〈生

與性——作為中國人性論史的方法問題〉，21後來收入《中國人性論史》作為篇首，

                                                                                                                             
家最高理想相呼應。《穀梁》中分別引「穀梁子曰」、「尸子曰」，意見卻不相同，所以皆非出

於二人之手。再與《公羊》比對，如引用《公羊》時，誤以《公羊》之文為「沈子」之文者，

徐先生因此推斷：「《穀梁》可能採用了《公羊傳》；但《公羊傳》以外，尚採用了他傳。」論

《公羊》、《穀梁》成書。 
18 如徐先生以荀子主《公羊》，因〈大略〉篇：「《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故《春秋》善

胥命」，皆出《公羊》，參同前註，頁 249。然胥命之說，見於《左傳》桓三年與莊二十一年，

《穀梁》、《公羊》皆見於桓三年。那麼善胥命者，不唯《公羊》，是以不能以胥命說作為荀子

學《公羊》之證。再如《左傳》自僖元年至文公六年，多載秦穆公之事，亦曾盛讚穆公，可

看到《左傳》對穆公的關注，雖然《公羊》文十二年「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參［東漢］

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99。與《荀子》稱述之句式類似，然是《荀子》錄

自《公羊》，或是《荀子》對《左傳》述穆公為其下總述之語，後為《公羊》所錄，亦未可知。 
19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57。下引同。 
20 同前註，頁 257-258。 
21 黃文興：〈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上）〉，《書目季刊》卷 26 第 3 期（1992 年 12 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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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 1969 年〈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22後收入《兩漢思想史》卷一作

為篇首，二文討論中國周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根據，除五經之外，便是《左傳》。

二文以《左傳》作為證呈西周社會文明的說明，可分為二個層面來談。（一）說

明周代社會有關「性」之本質、禮儀文明與道德觀。（二）說明《左傳》中的預

測之言、「學」的觀念與社會結構。 

在說明周代社會文明的部分，徐先生認為周代之論性，當如徐灝《說文解字

箋》所謂：「生、古性字，書傳往往互用。《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

春讀生為性。《左氏》昭八年傳，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

也。」23當中生、性雖有母字與孳乳字互用之例，但二者仍有其獨立之義，不應混

用，反對傅斯年以「生」之本義為「性」之本義的說法。他認為周初人們行為的

根源與保障，依然是傳統宗教中的天命，而尚未以此根源與保障在人自身可求得

的程度，乃如〈康誥〉之謂：「節性，惟日其邁，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此

中節性之說便只是由「敬」達到節制個人的欲望，還不是後來人性論的意義。24 

詳考《左傳》之論生，常是動詞的生出、發生，或是論及民生、生民等意，

再有作為人名者。25此確如徐先生所言，生、性各有其獨立之意。此外，徐先生論

《左傳》他處論性者，如襄二十六年：「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

性而求名焉者。」他認為此處論「小人之性」、「以足其性」等，將之解欲望。

同樣的，在襄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亦為欲望之「性」。此與「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不同，「民樂其性」

之性，可做「生」解，而可做為本質、本性來說。這樣的論性，如同《商書•西

伯戡黎》：「不虞天性」之「性」，作為本質、本性，徐先生卻認為作為本質、

本性解的「性」，不會這麼早出現，而以《商書》應本作「不虞天命」，是校錄

                                                 
22 黃文興：〈徐復觀論著繫年目錄（下）〉，《書目季刊》，頁 61。 
2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6-7。 
24 同前註，頁 30-31。 
25 生作為生出、發生之意，如隱公元年：「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參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3。下引皆此書。「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參頁 12。與民聯詞，作為民生、生民之意，如宣公十二年：「箴之曰：民生在勤」

參頁 731。文公六年「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參頁 553。作為人名「申生」、「歸

生」之類。另有如下長段引文中，與「死」相對的「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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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誤。26    

然而，「小人之性」、「以足其性」，可視為性的一般用法，也就是某物具

某性，即是具有某種特質的意含。如在《商書•太甲上》謂：「伊尹曰：『茲乃

不義，習與性成』。」將「性」視為習行之成，如孔穎達所謂：「言為之不已，

將以不義為性也。」27即具有不義之性的結果。而所謂「勿使失性」，後有「以從

其淫，天地之性」做為補語，是以此「勿使失性」之「性」，乃來自天地之性。

這個使用方式與昭二十五年，《左傳》論及子民之性，與天地之性、禮樂合論：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六氣，用其五行。氣

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亂，民失其性。是故為禮以奉之： 

為六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六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

歌，八風、七音、六律，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

庸力、行務，以從四時；為刑罸威獄，使民畏忌，以類其震曜殺戮；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惡、喜怒、哀樂，生于六氣，是故審

則宜類，以制六志。哀有哭泣，樂有歌舞，喜有施舍，怒有戰鬬；喜生於

好，怒生於惡。是故審行信令，禍福賞罸，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惡物也。好物，樂也；惡物，哀也。哀樂不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28 

 

這段長文，民之秉「性」，在天地作用之六氣、五行、五味、五色、五聲中，有失

其「性」的可能。而禮作為調整、審制人身置身於天地大化中，仍能哀樂不失的

協於天地之「性」。此處之論「性」，是應合於禮而能協於天地之所自來的普遍性

存在。 

這樣的解釋，與徐先生認為當解為「天地之性是愛民，是禮，則人之性也不

能不是愛民，不能不是禮」，將此段長文視為是說明天地之性與人性的關連，並

                                                 
2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58。 
27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

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50。 
2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457-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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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29天地之性是愛民，是禮的推述，並無法由此引文中推出，這樣的說法似

有跳躍；這恐怕與徐先生較肯定春秋之際乃是去宗教化，人文精神確立的時代，

是以認為「不虞天『性』」本當作「不虞天『命』」，不承認在西周即有以性為

本質、本性之意的用法，觀點一致。雖然如此，徐先生此時之論「性」，仍是在

天地的道德法則中，求道德的根源；主張《左傳》中對於性的用法，根源仍在於

天，而非內在於人，特別是從人作為社會存在的角度，論及根源於天的人性，在

結果上，這樣的論斷仍符合《左傳》論性之文。 

同時，在《中國人性論史》中論〈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

人文化〉談及春秋時代之況，通過《左傳》與《國語》之論述為根據，說明禮在

此二百四十二年間的變化，由與祭祀相關的儀節，轉為「有個共同的理念，不僅

範圍了人生，而且也範圍了宇宙，這即是禮。」此一轉化，徐先生認為在《詩經》

中言及禮即可見其徵微，而由《春秋》經傳加以繼承，甚至在春秋之時，為禮之

大流行之人文世紀，由《左傳》所說的禮，代表此時新觀念的確立。此新觀念不

同於前期將禮視為儀，重在生活的形式層面。此時之禮不僅去除了宗教意味，而

且與儀分別，而使禮與生活的內容密切關聯，為禮的進一步開展。徐先生引用《左

傳》十二則記載，《國語》六則，說明在這個時代，是由禮推定人的吉凶禍福，

不同於前由天命定人之吉凶之況。30 

徐先生更進一步指出這一層轉化的特殊意義是在宗教人文化上。他指出六

點：（一）春秋時代的天是道德法則性的天，無復人格天的性質。（二）此際所

謂「天」、「天命」皆已無嚴格地宗教意味，其諸神百神之出世，乃是一種新的

宗教形態。（三）因宗教與政治的密切關連，宗教中的道德性，便常顯為宗教中

的人民性。（四）祭祀成為一種人文成就的表現。（五）如《左傳》魯叔孫豹（？

-538 B.C.）之言三不朽，是直以人文成就於歷史中的價值，代替宗教中的永生要

求，因而加強了人的歷史意識，在歷史中擴展人的生命，本由宗教決定是非賞罰

於天上，中國的傳統則是決於歷史。是以有如《春秋》史官書法，成為最大的權

威。（六）道德人文精神上昇，漸漸開出後來人性論性、命結合之說。31徐先生以

《左傳》之文為例，推證當中蘊有人文精神之意義，可謂積極而深刻的闡述東周

                                                 
2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58-59。 
30 同前註，頁 47-51。 
31 同前註，頁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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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勃發的文明高度，作為中國獨特於其他文化之人文精神的意義與內涵，

特別是宗教中的道德性轉為一種透過歷史人文開展的道德要求，乃承自中國古來

獨特的史官文化，成為一種道德權威，此點在《春秋》經文書法再度被顯示，復

於《左傳》中被道出、說明。32 

就此宗教人文化的特點而言，《左傳》中即使是被視為後人假造證據的預測

之言，徐先生卻認為此乃為人事中合理的推測，而且這樣的占測行為實屬平常，

只是其中屬於未驗者，無紀錄的價值，故為史官所遺，相對的留下大量預測驗證

的事例。徐先生從當代社會文化的角度說明預測占驗乃社會之常，驗證者為史官

所記，未驗者則為史官所遺，對《左傳》大量的預測記事多言而中有合理的解釋。

進一步，徐先生從孔子特別看重的「學」，認為由孔子開始有學的方法的自覺，

在《論語》當中展現包括學的內容與方法等論題，以此檢視《左傳》之論「學」。

徐先生認為如在昭十八年閔子馬謂「夫學，殖也，不學將落」33，亦只是表示對「學」

的看重，卻沒有進一步論學──有如孔子之論學之開展。換言之，在《左傳》的

載錄中，尚未有獨立而具體的對學術思維、知識論述等，作為「學」的內容與方

法上的反省，而可視為是孔子學被廣佈流傳前，當代知識份子對「學」的態度，

尚未能有專門的探討。由此可見，《左傳》載錄的歷史世界與學術、文化氛圍，

包括孔子前，並與孔子之後相距不遠。 

再者，透過《左傳》載錄，徐先生說明西周的社會制度，批評流行一時的奴

隸社會說，自社會結構說明封建制度的實際施行。其中「國人」作為具有政治自

由權利的軍事與社會的中堅基礎，以及作為廣大庶民群的農田、農民制置等，積

極的說明當時西周以至春秋政治社會之可能真貌。 

郭沫若（1892-1978）等以西周時代是全然或部分的奴隸制，以金文中載「人

鬲」、「王」、「甸人」、「氓」是奴隸。徐先生認為金文當證以傳世文獻，不

僅消極的說明「人鬲」、「王」、「甸人」、「氓」不是奴隸之稱，更積極的透

過《左傳》說明奴隸主要來自戰俘，然而即使戰俘，周人亦未將之視為奴隸。徐

先生以戰俘可分兩類：（一）遺民式的戰俘。在定四年述周成王分封魯以「殷民

六族」、「因商奄之民」，衛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懷

                                                 
32 然而，若如徐先生所論《春秋》中有史官書法的繼承，那麼此一透過歷史的道德要求，應早

存在於西周史官傳統中，而此種宗教人文化的精神，當有更早於《春秋》、《左傳》的淵源，

而可溯及孔子所崇尚的周文當中。 
3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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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九宗。」34徐先生認為魯、衞、晉的立國基本便是這些舊氏族，因此並未將攻克

之戰俘，另一種身份是前代遺民，不僅不做為奴隸使用，猶且「使帥其宗氏，輯

其分族」、「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閔二年記有因

殷商之民所建之「亳社」，定六年謂「盟國人於亳社」，可見國人主要是殷遺民。

其他在《左傳》哀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與《春秋》經定六年特別記載「亳

社災」，可見對殷民並非奴隸式的關注，而是「保有政治權利的自由民」。35（二）

氏族間戰俘，又有內、外之分。如在成二年記載周天子的立場：「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

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

慝也。」36說明伐克蠻夷戎狄之國有獻俘之禮，若是兄弟甥舅諸夏之國，則告事，

不獻功即可；雖然都具有懲不敬、禁淫慝的目的，如此分別的原因，還在對內有

敬重親族的考量。因此對外夷有獻俘、視之為奴的情形，對諸夏兄弟之國則不以

俘、奴視之。如此一來，形成奴隸的途徑實際上相當有限，更不用說如周天子對

諸夏之國敬重之意，不可能將之視為奴了。此外，一般人民是否為奴？徐先生認

為在周公即已將民提至與天命同位，如何會視之為奴？特別是「百工」之「工」，

亦非楊寬視之為奴的解釋，如《左傳》桓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親」、閔二年

「通惠工商」、宣十二年「商業工賈，不敗其業」、成元年「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說明的是社會分工之況，庶人工商，皆有其業，並不是奴隸的指稱。37再如襄十四

年「百工獻藝」，或昭二十二年「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以作亂」此百工之工乃是「匠」，若他們有聯合作亂的勢力，那麼作為奴隸的

可能性實在不高。西周為奴隸社會之說流行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

年出版後，後繼者甚眾，流行數十年，徐先生以文獻考徵明其誤區，實為可貴。 

                                                 
3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535-1542。 
3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6-7。 
3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809-810。 
37 奴的用法，在《說文解字》中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藁。」乃有

罪而成為辠隸。《左傳》中則未見奴之用字。隸有低下之意，如「嬰齊，魯之常隸也」，同前

註，頁 893。或為「皁、隸」、「隸人」之用，如襄九年：「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

不知遷業。」十四年：「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之。」昭四年「隸

人藏之」之隸，為從事勞役者。同前註，頁 966、1017、1249。在黃聖松：《《左傳》國人研

究》（臺中：天空數位圖書，2013 年），頁 50-51，主張隸為奴隸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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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周代封建制度來看，徐先生採用十條資料，其中四條《左傳》的資料，

僖二十四年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636B.C.）諫之不可，主要在「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昭二十六年周王子朝（？-505 B.C.）奪位失敗，

有一番「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的言說；

定四年衞侯使祝佗告萇弘的一段話「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說明當代分封的顧慮與詳情。昭二十八年晉成鱄謂：「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亦是分封的歷史記錄。38由此而來的對周代封建制度施行的思考，在《左傳》中的

呈顯有四點；（一）以宗法封建有二層關係，如僖九年周王以舅稱齊桓公（？-643 

B.C.），僖二十八年周天子命辭謂「王謂叔父，敬服王命」稱晉侯為叔父，除君臣

關係之外，亦有兄弟叔伯甥舅一層被關注、提及。（二）莊十八年載「王命諸侯，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顯示周王鄭重賜予土田、人民之外，特別以合於其身分

之器物，作為禮之表徵，而推崇其神聖性。（三）襄二十五年子產謂「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顯

示土田大小，依爵位、身分而定。（四）昭六年鄭鑄刑書遭叔向批評、昭二十九

年晉鑄刑鼎亦為孔子所歎。此皆標幟著當代由禮教形成的道義、規範，淪為刑罰

法制的消極性約束。39 

深入到周代社會制度所謂「國人」一詞，既不同於貴族，那麼其性格與地位

如何？徐先生統計《左傳》提到「國人」近八十次，凡稱國人時都與軍事、政治

相關，是以根據《左傳》所及「國人」二十四條說例，由春秋時代的國人推西周

的國人性質。從其居住地為住在都邑及近郊，構成份子乃有二種可能，（一）是

與統治貴族間保有由氏族社會流傳下來的疏遠血統，（二）部份由没落的宗法貴

族而來。在社會構成中，是做為軍事力量的基礎，其中部份地位低下的士，以及

居於都邑及近郊的農民，住在國中的工商業者所構成。徐先生認為國人是古代社

會政治的直接支柱，保有政治自由權利的自由民。40此外，作為國家血肉的廣大農

                                                 
38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頁 21-24。 
39 同前註，頁 27-33。 
40 同前註，頁 33-40。黃聖松並提出國人的第三種來源：接納滅國的國人，或周天子賜封土時，

隨土地轉移的國人。參氏撰：《《左傳》國人研究》，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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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徐先生亦據《左傳》說，在田制與農民生活上，提出合理的社會制度解釋。

在田制部分，宣十五年「初，稅畝」、「穀出不過藉」，部分指出農民公田、藉

民私田所成的井田制的存在可能性。而成二年晉要求齊之隴畝盡改為東西向，主

要便利晉人「戎車是利」，是以齊人不從，而可見周代政治、經濟、軍事合一的

通體考量。襄二十五年載楚蒍掩整頓軍事，自正田制始。襄十年載鄭大夫子駟（？

-563 B.C.）為田洫，同時正經界，徐先生認為此及源於周之田制。襄三十年載子

產為政的重要內容，皆在整理田制。而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孔子評之「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可見周公時已定有田制與稅法。41 

綜合五經與《左傳》、《國語》中相關記載，徐先生肯定《左傳》昭七年楚

芊尹無宇之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42

所述，正是周代社會之階段結構，而由（一）以宗法制為中心的貴族、（二）住

在都邑與近郊的國人、（三）居於鄙野之農民所構成。以此有力的反駁西周為奴

隸制說。在以上論述中，不難看到徐先生雖不反對金文，但主張對金文的解釋需

要大量的文獻基礎，特別是應根據作為當代典冊之《五經》傳記。 

徐先生經由《左傳》所載之實事與當代言說所透顯的周制、社會實況，一一

論列，如拼圖般重構周代社會實貌。就此而言，徐先生一方面以《左傳》之內容

為實，以之為探知周代社會的重要典冊，二方面肯定《左傳》價值，不僅是在實

史實事的歷史意義上，更有傳述周代制度思想的重要內涵。當中的重要具體內涵，

包含西周制度、春秋時制度，施政者、孔子與當代君子對於家國社會的總體思維

與施作實況。換言之，《春秋》《左傳》實盡一時之文字所能的呈顯當世政治、

社會、文化與思想之各貌。其所論者，或在回應古史辨以來，疑古、疑史以至於

疑《左傳》內容文字的問題，以其為東周信史為基礎與前提，進一步論其於漢代

以後的發展與價值。 

（三）論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學 

徐先生作為宗《公羊》學學者熊十力（1885-1968）的弟子，卻對《左傳》在

                                                 
4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頁 41-50。 
42 同前註，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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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價值上有種種實質的肯定，他不但反對自東漢范升以來至清代劉逢祿，或

以《左傳》與《春秋》無關，或以為劉歆（50 B.C.-23）假造之說，更認同章太炎

在《春秋左傳讀叙錄》中對劉氏說的一一指陳針貶，以其「足以澄清二千年之誣

謬。」43徐先生主要立場在於，疑古不如有條件的信古，所以他接受《史記》對於

《左傳》成書論述。特別是相對於史公在〈十二諸侯年表〉中對《左傳》成書的

長篇敘述，卻未及《公羊》成立的情形，表明太史公乃「疑則傳疑」，據實書寫，

所以當太史公說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時，必有確

鑿的根據。 

他也明確指出「劉逢祿們」的不合理之處： 

 

至「左氏春秋」之與「春秋左氏傳」的稱名不同，亦猶《史記•儒林列傳》

及《漢書•儒林傳》稱「公羊春秋」、「穀梁春秋」，而《漢書•藝文志》

則稱《公羊傳》，《穀梁傳》的情形，完全是一樣的。劉逢祿們卻在此等

地方來證明左氏不傳《春秋》，真不知從何說起。史公在此處既明言「左

丘明」，又言「左氏」，則左氏之為左丘明，更何能有異說；而後人亦於

此逞其胸臆，試問，在古代文獻中，何處可以發現明確之反證，其分量足

以另立一說。44 

 

歷來關注《春秋》偽作說的，常各有今、古文經學之宗主，或多做調和之說，持

棄三傳、直解《春秋》的立場，多未能如徐先生說之簡直。 

徐先生主張，言經學史必首先反清末的今文家說45，試圖重新梳理漢代古文爭

議，特別他反過來以今文學家質疑《左傳》的標準檢視《公羊》、《左傳》在漢

世的流傳，又對今文學家構建的今古文之爭有所疑義，以下就（一）論《公羊》、

《左傳》在漢代流傳與研習，（二）論兩漢的今古文字、今古文學的問題，分論

徐先生之述。 

1.論《公羊》、《左傳》在漢代流傳與研習 

兩漢思想史中，《春秋》學至少關係著當代兩個重大議題，一是做為漢代思

                                                 
43 同前註，頁 262-263。 
4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63-264。下引同。 
45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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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總指導與基礎的《公羊》學，其淵源與流傳如何？一是以《左傳》為代表的

古文與古學，與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學的對峙之勢，其實際如何？徐先生在

《兩漢思想史》卷二即已關注這兩個問題。 

首先論《公羊》。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

義，頗著文焉」46與長篇的考察《春秋繁露》真偽、內容，徐先生認為董氏立足於

《公羊》以說明《春秋》，當中又多為董氏未據《公羊》立說的發明之見。47特別

是《公羊》在西漢的傳承與論說有三項誤區，徐先生指出：一、在傳承上，徐先

生以凌曙（1775-1829）所言據緯書之說不可信之外，凌氏又指董仲舒為胡毋生弟

子，實為大謬。徐先生追根究底的將此誤說，歸於徐彥《疏》：「胡毋生雖以《公

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然而，在《史記》從未有這番說法，

僅有以公孫弘為胡毋生的非正式弟子「亦頗受焉」之語，至多可據《漢書・儒林

傳》載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非師承的關係。48二、關於《公羊傳》成立之況。

雖然徐彥據戴宏〈序〉指出：「漢景帝時，壽（公羊壽）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

著於竹帛。」然在《漢書．儒林》未見《公羊》在胡毋生與董仲舒前的傳承之說，

此說前無所據，而且未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此前的傳承，是以戴宏再往前追溯《公

羊》係由子夏以來的五代傳承，徐先生認為是為與當時《左氏》爭勝而虛造的說

法。是以《公羊》學者所敘《公羊》的由來與傳承其實相當模糊。49 

以上二點在徐先生晚年力作《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說的更深入，批判戴宏

傳承說虛妄。特別是與《史記》列董仲舒為《公羊》學傳承之首不同，《漢書》

則是以胡毋生為首。然而，據《漢書．藝文志》所列書目與與說明，再據〈董仲

舒傳〉、〈眭孟傳〉所載呂步舒、眭孟（？-78 B.C.）與嬴公皆為董氏弟子，是以

傳承之首當為董氏。何以有如此演變，徐先生認為此與東漢公羊學尊胡毋生勝於

董仲舒相關聯，實則東漢進一步發展並提出《公羊》學解經方法的有關。徐先生

細心爬梳此段學術史的記述，獨具慧見的觀察到《公羊》學者的不實說法。是以

在第三點，就解經的內容與方法，徐先生指出： 

 

                                                 
46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學生書局，1976 年），頁 309。 
47 同前註，頁 333。 
48 同前註，頁 317-319。 
49 同前註，頁 3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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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作《公羊解詁》，受了董仲舒的重大影響而不提董仲舒隻字，卻提出

胡毋生的《公羊條例》，此不僅在兩〈儒林傳〉及《漢書．藝文志》與何

休以前有關的文獻中，找不到踪影，且不以故訓、章句、傳說言著作，而

以條例言著作，乃出現於西漢末期，非漢初所能有。清代今文學，好於無

文字處立說，或即導源於何休。50 

 

徐先生經由文獻考察，尋信而有徵之說，以此標準檢視漢代《公羊》學時，有著

較章太炎駁斥《公羊》學者相較之下較為中立的立場，所論內容與解經形式之說

亦又較章氏深入。 

徐先生亦關注西漢《穀梁》立於學官，又被歸為古學的歷程，此一漢代經學

的特殊現象，基本說法如今古文學者、皮錫瑞、章太炎皆主張其緣由由文字之分

古今，至學問之分古今51，有著一致的立論。錢穆先生與徐先生則反對今、古文學

者截然二分之說，對當中的歷程，有著較為複雜卻相對符應發展事實的說解。 

2.論兩漢的今、古文字與今、古文學 

徐先生認為，太史公心中「《左氏春秋》，才是孔子《春秋》的可以信賴的

嫡傳。」52然而太史公在〈十二諸侯年表〉與相關的〈世家〉中，大量採用《左傳》

史文以及釋義，卻未在〈儒林列傳〉提及《左傳》，徐先生認為此乃「五經博士

未立《左氏傳》博士之故」，何以如此？回到當代學術生態，司馬遷（145 B.C.-？）

以首屆博士弟子員優選為郎，故秉五經博士之規，著作〈儒林列傳〉，劉歆善《左

氏》，劉向（77-6 B.C.）在《說苑》中引《公》、《穀》直言二書，卻也未曾提

及《左傳》之名，主要也是接受當時五經博士《左傳》不傳《春秋》之說，予以

刻意的避免。尤其根據今人劉正浩研究，在《說苑》與《列女傳》中，「述事立

                                                 
50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180。對漢代以條例為說的解經形式與名稱，可詳參宋惠

如：〈以「例」釋經初探：以漢代《左傳》學為中心〉，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

18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 年），頁 141-158。 
51 參見［清］皮錫瑞：「按《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伏生所傳為今文，孔氏所得為古文」，見氏

撰：《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頁 71。［清］章太炎亦分伏生為

今文家，見氏撰：《國學概論》（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4。［清］劉師培《經學教科

書》，見氏撰：《劉申叔遺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077。 
52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184。下引同，頁 82。劉向部分，見頁 185。 



 

「以史傳經」——論徐復觀先生《春秋》學說與其經學觀 61 

 
 

意本於《左氏》者」53，高達四十二條，更可見徐先生說之徵。換言之，對於史籍

未提西漢中《左傳》的流傳，主要是學官制度所形成的規範使然，作為官方身分

的史公或劉向，亦不得不尊重官方制度與五經博士主流之勢，而以另一種形式，

將《左傳》的內容滲參其著作中，而以「春秋」、「春秋古文」稱之。 

於是從實質上，就傳經的形式來看，徐先生認為在戰國中期前後，已有將傳

稱為經的號名方式，這在漢代亦屬平常，如同《易傳》有時稱「易」。因此，徐

先生認為《史記》中稱為「春秋」也是相同情形，有時指《左傳》，有時指《公

羊》、《穀梁》。54 特別是《史記》所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之言，指

示著「兩傳的一線單傳的虛構歷史」。55是以《史記》中提到「春秋」，徐先生以

之有以下三種實指的可能，指《公羊》或《穀梁》： 

 

〈序〉中「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的《春秋》，指的是《公羊傳》；

「儒者斷其義」，也指的是《公羊傳》《穀梁傳》。 

 

徐先生認為，更多《史記》所指《春秋》，指的是《左傳》： 

 

所言的《春秋》如鐸椒的「為王不能盡觀《春秋》」，虞卿的「上采《春

秋》」，呂不韋的「刪拾《春秋》」；荀卿韓非之徒的「往往捃拾《春秋》

之文以著書」，及他自己「表見《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

於篇」中的《春秋》，皆指的是《左氏傳》。 

 

鐸椒、虞氏、呂不韋（？-292 B.C.）或荀卿、韓非，以及司馬遷所參考者，皆是

《左傳》。而為司馬遷所深重參酌者，亦是《史記》中以《春秋》指稱的《左傳》，

包括〈六國年表序〉「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吳太伯世家贊〉「余

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勾吳兄弟也」，所據為《左傳》僖五年文，

歷書「周宣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後的一段話，亦是出自《左傳》

文元年文，〈宋微子世家〉引「君子曰」的一段話，與《左傳》隱三年「君子曰」

                                                 
53 劉正浩：《兩漢諸子述左傳考．兩漢諸子述左傳考徵引子書一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8 年），頁 1-9。 
5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65。 
55 同前註，下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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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徐先生也指出，以《春秋》稱《左傳》，在西漢亦見於《新語》、《韓詩外傳》、

《新書》。 

不僅漢代以《春秋》稱《左傳》，早在戰國，韓非子便如是稱之。徐先生將

《韓非》引《左傳》之事或用語者計數，達二十三條，如〈姦刧弒臣〉篇中，韓

非子謂「《春秋》記之曰」，而後載楚王子圍之事，引自《左傳》昭元年，崔杼

弒齊君之說，引自《左傳》襄二十五年，是以韓非即以《春秋》稱《左氏》。此

外，韓非子引《國語》文，卻未曾以《春秋》名之，是以韓非對《左傳》是另眼

相看。就此看來，《史記》之謂「春秋國語」，指的便是《左傳》、《國語》二

書了。56是以徐先生認為，至少自韓非以來，《左傳》即被視為是《春秋》，而被

廣泛的採行與看重。徐先生提出春秋至於秦漢，《春秋》《左傳》之傳衍，名實

與內容上的多重可能，其真實如何，尚不能定，徐先生所論，或可備為一說。 

就上述所論，可知史籍載錄有其囿於當時政治與學術情勢，不得據實實說的

限制，需要透過學術或政治文化的側面加以掌握。是以，對西漢經學流傳之況，

古文諸書不被看重、博士不肯置對的時局，徐先生藉由《法言》相關論說，指出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莫如之何矣。』」一段，可見對於

文獻上的保存與考究，揚雄（53B.C.-18）對當代博士學之強勢亦文獻考徵不足，

亦頗有微言。徐先生認為揚雄之言即暗指當時博士不承認古文《尚書》、《逸禮》

與《左氏傳》，抱殘守缺。57  

錢穆先生同樣關注西漢經學的發展與今文學的爭議，他從百家言與王官學的

角度，以漢代今文學乃在漢初興，率尚黃、老，所治百家今文，以戰國今文（字）

書寫，是以百家言之諸子言為軸的學術源流古文學則有其遠自王官學，所謂古文，

即周代王官學的《詩》、《書》之學，亦即六藝之學。自先秦以來的學術流脈觀

看這一段發展，主張西漢以戰國以來興起之諸子學說六經，在東漢則以溯往古的

王官六藝之學解釋六經，認為所謂漢代今古文學之爭，並沒有實質上的爭議，不

過是一種學術勢力上的爭勝與流動過程。58有趣的是，徐先生僅從劉歆古學的角

度，探查今、古文學之議，便與錢先生有著一致看法。 

                                                 
56 同前註，頁 267-268。 
57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234-235。 
58 錢穆：《國學概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123-134。 



 

「以史傳經」——論徐復觀先生《春秋》學說與其經學觀 63 

 
 

徐先生認為今、古文為版本、校勘與訓詁上的差異，不足以有學術上的爭議，

轉折點在劉歆之倡古學。據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所述，徐先生指出三點：一、

據「傳問民間」、「內外相應」之語，可知《左傳》俱存傳於朝廷與民間，由漢

初至歆時，已二百多年。二、古文《尚書》由孔安國（156-74 B.C.）以今文讀之

的二十九篇（不同於伏生《尚書》），已廣於民間流傳，另外比伏生本多的十六

篇，尚未以今文寫出故僅存於秘書，是以歆稱「《書》十六篇」。三、歆所謂「《禮》

古經五十六卷」，其中有《儀禮》十七篇已流傳在外，是以稱歆稱「《逸禮》三

十九」，也是古文藏於秘府者。綜而言之，劉歆所指示的當代今文、古文之況，

是《左傳》有流行於民間的今文字版，亦有存於祕府的古文字版。同樣的，《尚

書》、《禮》亦有流傳在外，已譯為今文字版的二十九篇，與隱而未譯成今文的

十六篇古文字版，《逸禮》亦是《禮》古經中的三十九篇，與以今文字書寫的十

七篇《儀禮》，是為整全的五十六篇的《禮》古經。徐先生認為： 

 

博士若僅因其為古文而反對立官，則對今文本的《左氏傳》與今文寫定的

古文《尚書》二十九篇，便沒有反對的理由。所以這一公案，不是用今文

古文之爭所能概括的。59 

 

特別是博士的態度，亦如歆〈書〉中謂：「以《尚書》為備，以《左氏》為不傳《春

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證以王充（27-97）《論衡・正說》「或說《尚

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就博士附會之說，可知當中是非。 

徐先生如同古文學家章太炎推崇劉歆，認為在他之後，桓譚、孔奮、鄭興，

賈徽、賈逵（174-228）父子，馬融（79-166）、鄭玄（127-200）等等人的經學淵

源，皆從此出。當中有一由「古文」演為盛大繁浩「古學」的歷程。徐先生先認

為，「古文」指的是先秦以篆體所為之典籍，兩漢使用方式相同；「古學」則是

劉歆後發展出的觀念，指的是被博士排斥的經典，以《左傳》、《穀梁》、古文

《尚書》以及《毛詩》為代表。先前所論十六篇古文《尚書》與三十九篇《逸禮》

仍在祕府，未在外流傳，是以東漢博士所論古學未能及於這部分。 

徐先生深入的指出當中的曲折： 

                                                 
59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202-204。下引劉歆、王充說，皆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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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書〉中的「往古」，乃「往古之學」。劉歆本指的是古文《左氏春秋》，

但順著這一線索發出的東漢初年桓譚、杜林、衛宏、鄭興、賈逵們所提出

的「古學」，則不是以今古文劃分的，不僅其中有古文，也有今文。嚴格

的說，只有名義上的古文（古文《尚書》），並無實質上的古文。60 

 

古學是古文中孶衍而來，在東漢成為對當時博士學，也就是劉歆所謂「末師」對

抗的學術勢力。徐先生所謂古學的包括古文、今文，何以如此？根據靈帝（156-189）

時下詔時舉《左傳》、《穀梁》、古文《尚書》、《毛詩》，此際四部典籍乃皆今文字

版本，徐先生申明其理： 

 

靈帝詔中的《尚書》，必定是古文《尚書》，因今文《尚書》有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博士，無勞特別選受，更不必以議郎為出路。這四經中，《穀

梁》、《毛詩》本以今文行世，……。大行於東漢的《左氏傳》，決非劉

歆把秘府中的古文《左氏傳》擅自取出流佈，而只是民間今文《左氏傳》

的流佈，古文《尚書》，乃是孔安國「以今文讀之」的古文《尚書》，名

為古文，而流佈的實際是今文。61 

 

對照乾嘉學以來，混同今古文（字）、今古文學，徐先生之說可謂明晰，論亦有據，

甚符合兩漢學術發展之演進，而與錢先生所論，考今古文之實，均為「今文」而

非「古文」，兩相符應。亦同其「前漢有『今文』之實，而未嘗有『今文』之名。」

指西漢實皆為以今文書寫的經書，而當時未有名以「今文」之任何述說；「後漢則

有『古文』之名，而無『古文』之實者。」實指古學，而實為今文書寫之諸書。62 

二位先生之說，皆據以文獻典據，雖一以先秦學術流衍為切入點，一以劉歆

之倡古學為分析兩漢今古文學爭議的基點，在論證結果與對兩漢經學發展的看法

上，卻頗為一致，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於兩漢經學真相的重新注目。兩先生並對

《左傳》與劉歆所傳之學多所肯定，一反西漢博士「不傳《春秋》」之說，不僅

                                                 
60 同前註，頁 203-206。 
61 同前註，頁 206-207。 
62 錢穆：《國學概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 冊，頁 12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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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駁斥劉逢祿以來，康有為等人述說之荒誕，更超乎今文學者如皮錫瑞、古文

學者如章太炎兩分今古文學的說法，對兩漢經學發展，有一真切而合理的分析論

述。特別是徐先生，較錢先生更深入分析《左傳》傳述《春秋》的重要價值，提

出「以史傳經」之說，對上古與先秦兩漢的經史觀念，有一通透明晰的論證，藉

由中國經、史之學特質的述說，真正闡述了古代經史學之《春秋》與《左傳》的

價值與特殊性。 

三、論《左傳》之「以史傳經」 

徐先生在《兩漢思想史》與《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二書中，闡述《左傳》在

戰國時《韓非子》與西漢前中期如《史記》中被看重並大量採行，認為當中原因

在於《左傳》是傳解《春秋》重要典據，特別是以史傳經的詮釋方式。此外，徐

先生非常認同古文經學家章太炎與簡朝亮（1851-1933）的說法，認為左丘明曾親

見孔子，著作《左傳》，以章太炎之說「若夫《左氏》書魯公者，八十之年，未

為大耋，何知不親見夫子。」不無可能，以及簡朝亮之謂「左氏長年，其傳書孔

子卒後事者及知伯焉，亦如子夏逮魏文侯時爾。」63知伯為晉國荀瑤（506-453 

B.C.），左氏書寫其事最後見於《左傳》哀二十七年，西元前 468 年最後一段記事
64，而魏文侯（472-396 B.C.）禮賢下士，師事子夏；孔子弟子生存時代及於左氏

最後書寫時間，二者生存時代重疊，可為《左氏》之來歷與成書做一說明。65換言

之，徐先生甚為肯定《左傳》兩重重要價值，一為作為記錄先世與當代之中國式

史書的載錄與內涵，二為親見孔子，作為與孔子相近年代的史官傳統的傳承與書

寫，尤其展現在以「以史傳經」的傳解方式上。 

（一）「以史傳經」的意義與特質  

何謂「以史傳經」？徐先生指出《左傳》有四種傳解《春秋》的形式：（一）

魯《春秋》有，而孔子《春秋》無，於是採魯《春秋》以補其缺，並對孔子不採

用之故加以解釋。也就是說明《春秋》如何「不書」，又何以「不書」。（二）

                                                 
63 ［宋］朱熹集注，［清］簡朝亮述疏：《論語集注補述疏》（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7 年），

頁 148。 
64 可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24。 
6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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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書法的解釋傳解《春秋》。（三）是以簡捷的判斷傳解《春秋》。（四）以

「君子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意見。除第一種為《公》、《穀》所無外，餘為三

傳所通有。66徐先生認為，《左傳》這四種解釋方式，是「以義傳經」，其作用是

代歷史、或說是孔子代歷史說話，實為三傳皆有的解經方式。這樣的解經方式，

在徐先生看來，是一種歷史哲學，是一種理念的推斷，缺少「歷史的意味」。67什

麼是「歷史的意味」？還需要對照《左傳》所具有的史的特質來看。《左傳》既

富有上述四種「以義傳經」之具有歷史哲學、理念推斷的傳經性質之外，尚獨具

「以史傳經」之法。這樣的評價，事實上大不同於古文學家之外，今文學或唐宋

學者批評《左傳》傳史不傳義的立場。 

那麼徐先生所謂「以史傳經」的「史」與「經」各是如何內涵？他指出： 

 

以史傳經，則是讓歷史自己講話，並把孔子在歷史中所抽出的經驗教訓，

還原到具體的歷史中，讓人知道孔子所講的根據。68 

 

這樣的定義有三重成分，包含（一）歷史具體事實的敘述，（二）孔子所指出的經

驗教訓，（三）以及孔子的根據。 

徐先生特別推崇《左傳》在闡述歷史具體事實上的價值與貢獻，特闢一節論

「從史學觀點評估《左氏傳》」，具有三個特點與價值。（一）他推舉呂祖謙

（1137-1181）觀看《左傳》的方式——「看《左氏》規模」，以《左傳》包羅了

當時各方面的情形。更具體展現在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十列表，大多出於《左

傳》所提供的資訊中，足以反映《左傳》書寫歷史面貌的完整性。（二）《左氏》

所錄語言，能忠實地反映這種語言的人的時代，同時以此角度切入，可作為研究

                                                 
66 二傳所論「不書」者有兩種類型。首先，《公》《穀》有「不書」之語，大部分談的是依例「不

書」者，《春秋》卻「書」的部分，如《公》隱二年「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穀》

莊十一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如徐先生所論第一種《左傳》釋經的

方方式，似乎也見於二傳；如《公羊》僖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或《穀

梁》隱十一年「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然而進一步的分判，二傳對《春秋》

何以不書，作評價性判斷，與《左》如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為事

實敘述，性質並不同。 
6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71-274。 
68 同前註，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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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的基點。（三）透過《左傳》「君子曰」的講述，可明左氏之學養與高度

的文學表現能力，這樣的學養與能力，又根植於對當代《詩》《書》《禮》的高

度文化漸漬。69 

再者，就《左傳》展現歷史思維的深度所形成的成就，徐先生有三點觀察。

（一）以行為的因果關係，代替宗教的預言。此一行為的因果特別是道德式的因

果，就此作為善惡之評判；而這樣道德式的因果的背後，乃有一作為信賞罰惡的

天道在作用著。70（二）人的行為因果不能簡化、偏枯而抽象化的形成某些觀念或

公式。這樣的觀念或公式，無法具體反映人類生活的實態，更不必說以之為信念、

理念，作為實踐施行的標準。（三）屬於趣味性、藝術性的部分，徐先生認為此

乃書寫歷史不可或缺的，否則便有損於歷史中的具體生命。他認為《左傳》作者

有偉大的藝術心靈，而嗅出「歷史中這一方面的意味，而將其組入於歷史重現之

中，增加歷史的生氣與活力」。71 

這三點對《左傳》大量史文述評的推崇，正好是《公羊》、《穀梁》二傳所

缺，但是被徐先生視為優點的部分，卻也是歷來《左傳》被譏為傳史、不傳經評

價中所顯的弱項。換言之，徐先生在這裡對史文價值試圖進行一種翻轉，這樣的

翻轉，推崇了「史」的部分，似乎相對的削弱了「經」的部分──如《公》、《穀》

以義傳經的正面價值嗎？再者，對於徐先生所定義「以史傳經」的第二點：孔子

所指出的經驗教訓，與第三點：孔子的根據，為歷來所謂「以義傳經」，傳述孔

子之意，而為《公》、《穀》二傳所擅長者，如何又成為「以史傳經」的重心呢？

這關涉到徐先生對中國古代經學、史學的看法，是以以下就徐先生對史、對經理

解內涵，加以探討，以掌握其所謂「以史傳經」的真義。  

（二）「以史傳經」論中的經史意識 

徐先生謂：「欲為中國學術探源索本，應當說中國一切學問皆出於史」72，窮

                                                 
69 同前註，頁 276-278。 
70 同前註，頁 280。關於道德式的因果，徐先生在後一篇〈論史記〉詳細指說，以此思維盛行

於戰國末期。同前註，頁 427-430。此外，張高評先生對《左傳》此一道德式因果觀念多有

精闢闡述，請參考張高評：〈《左傳》因果式敘事與以史傳經－－以戰爭之敘事為例〉，《東海

中文學報》第 25 期（2013 年 6 月），頁 79-112。 
7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80-281。 
72 同前註，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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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國學術的淵源與性格、本質，而將之歸於史。其論史有三大部分，（一）對

於中國古代的史的溯源，說明其中史的發生、史職、史官，所形成古代的史的文

化的說明。（二）對孔子《春秋》與《左傳》作為上古之史的繼承，與所啟發的

後世之史之特殊性質。（三）《史記》所展現的上古之史的內涵、價值及史之本

質。在其論述中，徐先生至少有二種論史的立場，一則以中國的史的文化，特出

於世界，亦有別於現代史學，有其自身的發展淵源與從屬特性。一則又以今日史

學的標準，檢視與反省中國上古之史、《春秋》《左傳》，與《史記》內涵與價

值。前者在其〈原史〉一文前四節中，論「由史的原始職務以釋史字的原形原義」、

「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織與交融」、「古代

史官的特出人物」，有深入且極具洞悉力的反思，後者則在反省經史的價值與《左

傳》內涵、價值時，如〈原史〉中論「從史學觀點評估《左氏傳》」一節，為說

明中國上古諸史的現代性，就現代史學之標準提列其現代性與價值，同時也可說

更具積極意義目的，指出中國古代之史對現代史學的啟發。這兩層「史」具有不

同內涵與生成特性，當徐先生之謂中國一切學問皆出於史，其所指涉是第一層次

的史，然而在論上古之史、《春秋》與《左傳》、《史記》之史，其論述史的意

義與內涵，便漸次的從後世史學意義上來談。以下分論二階段之史，上古之史、

《春秋》與《左傳》，涵具經的特性與價值，而《史記》之史學意義，正好反映

與投射了《左傳》以前經史之本質與內涵，可供兩相對照。 

1.上古之史展為經與《春秋》《左傳》的經、史意涵 

不僅不同於錢先生以史之字形定史之職務73，徐先生也不滿意歷來以字形釋史

之義，以字表手持「盛筭之中」，或由此聯想之簿書簡策來說明史，而主張當證

以典籍，尤當據之《尚書》與《左傳》。他試圖對於史的由來、職能，與形成學

術與文化的影響，有一系統的說明。 

徐先生首先由史的原始職務，乃與「祝」同性質，皆為事神之職。當中有二

個主要任務，一是將告神之辭，書於「簡策」。二是王者重要活動的記錄；而王

者重要活動皆以事神有關。是以《尚書・洛誥》、契文皆有「冊祝」之名。〈洛

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及「作冊逸誥」之語，「作冊」當為官名，而與金文「作

冊尹」、「作冊睘」互證。「尹」，據《殷契粹編考釋》與郭沫若說，當為貞人

                                                 
73 錢穆從王國維說，以史為一隻手裏拿著一枝筆，為書記之職。參氏撰：《中國史學名著》，收

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3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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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作冊逸」之「逸」與「佚」通，「作冊」即為史，後來史的名稱流行後，

便稱「史佚」。是以「作冊」、「尹」、「史逸」、「史佚」，皆為「冊祝」，

自殷至周，後併稱為「史」，而其任務不變，仍是祭鬼神時為主人說好話者，是

以又稱「祝史」。如《左傳》昭二十年載一大段載祝史之語：「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之例。然而祝與史亦有分而言之者，如《左傳》成五年：「祝幣，史辭，以禮焉」、

昭十七年：「祝用幣，史用辭」，杜預注「辭」謂「自罪責也」，指史將自罪之

辭寫在冊上以求鬼神諒饒。此即在《尚書・金滕》載周公代死之意，由「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某」，告太王王季文王；「冊祝」於此為兩個動作，書於冊並祝

告之意。74 

是以就《尚書》來看，徐先生指出周代之史有兩大基本要務，一為書祭神之

冊辭，一為書王者詔誥臣下的冊命。在春秋，據《左傳》所論，至少有六大任務：

（一）祭神時，與祝向神禱告。（二）專主管筮之事。如僖十五年：「史蘇占之

曰：吉」、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得見史主筮事。（三）掌天文星曆，以為農事治政

之據。見於《國語・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

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之述。（四）災異的解說者，如哀六年：

「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五）錫命

或策命。錫命如《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

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策命如《左

傳》襄三十年：「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六）掌管氏族譜系，以及

由此而來為加強「親親」聯繫而奉派至諸侯國為使。如《左傳》襄十年：「偪陽，

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與僖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聘

于宋」。75 

徐先生整理以上史之職能，可見得周初以來史作為君王的重要幕僚，從兩方

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一則如前四項，乃是作為超乎人的社會經驗之鬼神溝通、掌

握自然之天文星曆與災異現象等，人間社會以外存在的溝通管道；一則如後二項，

                                                 
7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20-224。 
75 同前註，頁 225-228。筆者案：徐先生僖十六年引文「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少「興」字。參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

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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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在政治上對諸侯的溝通管道。換言之，天上、人間，自然與超自然，經驗與

超驗，皆為史的知識掌理範圍。由此可言，上古的史的存在與所具職能，廣大、

深邃，代表中國上古知識文明的高度與深度。76同時，徐先生省察周史，特別關注

由宗教演為人文思維時，史官文化所展現深刻的人文意識，以及史官之文字用語

所形成的言鑑制度；這可從兩方來看，一為史官文化的所展現的人文意義與價值。

一則由史官之記錄所形成的「春秋」體例。 

何謂人文？徐先生在〈原人文〉中據《易・賁》與《論語》釋義道： 

 

「文明以止，人文也。」；……「止」是節制，文飾而有節制，使能得為

行為、事物之中，本是禮的基本要求與內容；則所謂「文明以止」者，正

指禮而言。古人常以禮概括樂，《易正義》謂：「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

《書》《禮》《樂》之謂」，《詩》《書》《禮》《樂》，成為連結在一

起的習慣語，實則此處應僅指《禮》《樂》，而《禮》《樂》亦可以包括

《詩》《書》。「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實即是興禮樂以化成天下。……

因此，中國之所謂人文，乃指禮樂之教，禮樂之治而言。77 

 

認為中國的人文的實質內容即在禮樂教化。這當中有一種對人存在於宇宙萬物中

的積極期待、要求，與價值上的重視。當史職在後世繼續開展、分化，而其職能

逐漸由與記錄宗教祭祀相關的活動，轉移到政治社會活動的各項記載。徐先生認

為，《禮記‧玉藻》：「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的說法不見得真切，

卻也代表著對人事無處不在的觀看，是以《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君舉必書」之

                                                 
76 關於上古的史官文化，臺灣最早專門研究為席涵靜：《周代史官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6 年）、沈建章：《先秦史官制度考略》（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9 年）、與陳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與演變》（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0 年）。近二十年廣受關注的研究則為：許兆昌：《周代史官文

化：前軸心期核心文化形態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 年）、《先秦史官的制度與

文化》（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對周代史官制度與文化之說解，尤其詳密。

另有對中國古史文化的深討，可參考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8 年）。 
77 徐復觀：《中國思想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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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少符合當時對天子作為政教核心的必要關注與察鑑方式。78如此一來，政教

中心由天轉向天子，君王作為人間律令之主的位置，如徐先生所說的，其重要意

義在於： 

 

就史所所記錄的內容說，最重要的發展，是由宗教的對象，進而記錄到與

宗教無直接關係的重要政治活動。這是史由宗教領域，進入到人文世界的

重要關鍵。 

 

再進一層，史作為宗教信仰的效用仍然存在，是以鬼神筮說，仍為史官之責，君

王仍以透過史官解釋，理解難知之天命鬼神之徵兆。徐先生指出，史官之言，成

為由宗教轉向強烈人文意識的關鍵所在，他們將宗教中不可測知亦不合理的成

份，轉以就人文可解釋且可合理要求人自我實踐的方式，說解當時仍為君王臣民

所介懷的鬼神之兆。徐先生指出，《左傳》中眾多的史官之言，都有這樣的傾向，

如其謂： 

 

《左》桓二年春宋督殺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立之，以郜大鼎賂魯

桓公。夏四月，取郜大鼎納於太廟，臧哀伯作了一次極有意義的諫爭，把

當時宗廟的重大禮節，作了人文修養的解釋，說出了「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官之失德，寵賂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的一段非常有意義的話。79 

 

魯桓公（731-694 B.C.）從宋國取得郜國大鼎安放於太廟裏，以其有利於己，也以

為大鼎供祀有利國運，然而不合禮制；在臧哀伯看來，桓公置鼎之舉正是昭彰自

己受賂之惡。不僅如此，臧哀伯還進一步將國家之敗亡，歸於人為因素，進一步

指陳作為君王，根本應該用心於「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將君王之德視為舉政

之要，祛除以鼎祀鬼神以獲後利的僥倖之心，而將政治上的趨吉避凶，歸於可盡

一己之力的自我實踐之人文修養上。承徐先生之說，細察《左傳》在此亦續記「周

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80顯然這樣的識見

                                                 
78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30-231。下引同。 
79 同前註，頁 232-233。 
80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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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時史官之共許，不僅臧哀伯、周內史，包括《左傳》作者亦有意識的大量擇

取這類的事蹟與言行記錄，展現當代高度的人文自覺。 

徐先生主張此際人文修養其實沒有完全脫離宗教性，何以如此？他認為： 

但宗教精神，則係發自人性不容自己的要求，所以在轉化中，不知不覺地

纖入於人文精神之中，進而與其融為一體，以充實人文精神的力量。於是

中國人文精神中含有宗教精神的特色。81 

 

他也將這樣的宗教精神析為兩點，一為鬼神世界的存在，以滿足人對永生的希冀，

一為來自神對人的賞罰的恐懼與對未來的保證。前者如《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

子（？-548 B.C.）以范氏由唐虞以迄晉的歷史，為范氏的死而不朽，是以史之綿

長代替宗教永生之期盼。後者如襄二十一年甯殖（？-553 B.C.）因曾犯上逐君，

是以懼怕死後「名在諸侯之策」，是以當時人懼怕史的審判更甚於神的審判，而可

見其嚴厲。 

因此，鬼神所代表的永生、賞罰與未來吉凶，轉向據依於史，以為判斷與衡

量的根據。這正是一種人文精神的高度展現，將鬼神所代表的不可測度的永恆的

可能性、賞罰與吉凶禍福，置於可供觀察、評判的歷史經驗中。就此而言，史官

制度、文化統領並整全了古代禮樂文明，細入無間的總括了人的存在境況，徐先

生認為：「我國古代文化，由宗教轉化而為人文的展開，是通過古代史職的展開

而展開。文化的進步，是隨史官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而進步的。」82徐先生所言，

即如章學誠所稱《尚書》出於史官，而史官之作的特質在於：「則傳世行遠之

業，……，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83必須是深知

帝王精微極致的聖哲神明者，方能造就的。 

然而中國上古的禮樂人文，在東周政教崩散之際，此一立人極的理想隨之裂

解，而由孔子繼起承接此間的文明高度；政治上是受到客觀現實的限制了，而另

從學術思想與教習之文化層面，重新點化東周禮樂文治中僵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

態勢之內在精神，其中最顯著的展現，即在《春秋》。《春秋》的書作，正是史

官制度與文化的繼承。 

                                                 
8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34-235。下引同。 
82 同前註，頁 230。 
83［清］章學誠：〈書教〉上，《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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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體例來看。徐先生同意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的「百國春秋」之說，據

《左傳》所述，指出： 

 

史把國內及國際間的人物與事情，都加以記錄了。再加上時曆為史所掌

管，自然形成深刻地時間觀念。將人與事的記錄，和時間相結合，這便出

現了「百國春秋」，使史學在中國古代，已有了普遍的發展。84 

 

孔子《春秋》便是這如此蘊涵高度人文思維，與成熟史官書寫體例的古代史學之

繼承與轉折、發展。徐先生是以認為孔子學問之始基來自此際史官傳統，其謂： 

 

孔子生於魯襄公二十二年（西前 551），卒於哀公十六年（西前 479）。

這正是各國的良史，最活躍的時代。……他學問的始基，及其所受的啟發

與充實，乃是來自於對歷史的追求，亦即是來自他繼承了周代良史的業

績，及這些良史們將宗教轉化為人文精神，則是決無可疑的。85 

 

其書作《春秋》，也應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孔子所繼承於史官文化者，可從兩方面

來看：（一）《春秋》的人文價值，（二）所繼承的史官書法。 

徐先生解釋《論語・八佾》孔子謂「文獻」之意，以文是簡冊，由史所記；

獻是賢人，指的是良史，而認為孔子主要的知識學問來自史，而史之義又通過文

獻記錄作為「史的審判」上，他說： 

 

此乃立人極以主宰世運的具體而普遍深入的方法；所以孔子晚年的修《春

秋》，可以說是他以救世為主的學問的必然歸趨，不是偶然之事。86 

 

是以孔子繼承古代史官以高度的人文自覺，試圖主宰世運，以《春秋》制作做為

對應其時代問題的展現，對傳統史官文化的繼承。 

《春秋》對史官書法之意的繼承，便是人文意識的展現。如《左》宣二年，

                                                 
8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29。 
85 同前註，頁 246-247。 
86 同前註，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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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盾弒其君」、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徐先生認為即是史的審判的顯

例，而其意義與價值又在於： 

 

這種書法的意義，是在追究問題的根源，以表達問題的真實，使有權勢者

無所遁逃。……事實的真相，在裏而不在表。但在裏的真相，經常是與政

治權威結合在一起的。……而在此一書法的後面，實有一種「代天行道」

的宗教精神來要求他，支持他。趙盾的「自詒伊戚」的「嗚呼」，乃是來

自此一書法的莊嚴性，審判性。……崔杼為這五個字殺了無辜的三個史

官，因為他也感到這五個字是對他做了絶望的審判。87 

 

由史官所執守的書法書寫，面對歷史的真實核心，深具審判性、莊嚴性，深懾人

心，在《左傳》側寫當代史官中，正是《春秋》所繼承的書法精神與形式傳統。 

這樣的史官傳統，實為孔子所濡染之時代文化，因此徐先生認為孔子所雅言

的「《詩》《書》執《禮》」，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

《樂》教」的《詩》《書》《禮》《樂》，在春秋中期，即已成立，而出於周太

史之手，「六經皆史」，乃理所當然。88 

徐先生基本上不同意皮錫瑞之說，將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

為始」，將經學發端定為「周公及周室之史」。89其謂： 

 

經學是由《詩》《書》《禮》《樂》《易》《春秋》所構成立的。它的基

本性格，是古代長期政治、社會、人生的經驗積累，並經過整理、選擇、

解釋，用作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孔子當然處於關鍵性的

地位。但孔子並非形成的開始，也非形成的終結。90 

 

這樣的看法，與其長期以來整理三代以來的經典與漢代思想的總體觀察有關，是

以徐先生強調他在〈原史〉中，說明周公作為中國由宗教性思維轉向人文的關鍵，

所形成的史官文化的論述。其中《左傳》昭二年，韓宣子（？-514 B.C.）見《易

                                                 
87 同前註，頁 235-236。 
88 同前註，頁 246。 
89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1。 
9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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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魯春秋》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公亦作《詩》，〈七

月〉以陳王業之艱難，〈鴟鴞〉以作亂，《國語．周語》亦指〈時邁〉、〈棠棣〉為

周公所以明教戒之用者；《尚書》多篇亦是周公教導「多邦」、「御事」、康叔或成

王的，就此而言，徐先生認為，經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周公及當時主其事的周史。 

他提出，根據《左傳》，可以判斷經學進入了「成長」階段。魯僖二十七年

趙衰（？-622 B.C.）之語，已合論《詩》《書》《禮》《樂》，並以之為「義之

府」、「德之則」，是推崇其具有指導生活的教誡作用。特別是根據《左傳》之

引《詩》、《書》次數之多與所發揮的作用，可知二典籍在當時的流行，甚至不

遜於漢代。《左傳》同時記載當時用《易》之況，可知「《周易》不僅由史所主

管，而且也成為賢士大夫的教養之資」。91不僅如此，徐先生亦遍徵《國語》所述

《詩》《書》之況，其使用與解釋方式是一致的，他因此指出： 

 

由《左氏傳》《國語》所表現的春秋時代，《詩》《書》《禮》《樂》及

《易》，成為貴族階層的重要教材；且在解釋上，亦開始由特殊的意義進

而開闢向一般的意義；由神祕的氣氛，進而開闢向合理的氣氛；這是經學

之所以為經學的重大發展。92 

 

孔子之前的經學發展，已是深具人文價值之普遍性、合理性走向。換言之，六經

在實際內容上的存在，以及被廣泛的採用，當中所具有高度人文思維與深刻思想，

是徐先生肯定六經發端與成立於孔子前的原因。 

徐先生認為孔子之於經學，可稱之為奠定基礎的時代，原因有三：（一）將

貴族文化及相關資料，既修之於己，也擴及三千子弟，使其成為文化搖籃，廣及

天下，甚至在日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學統的骨幹。（二）孔子將《詩》《書》《禮》

當作人生教養進昇中的歷程，實來其實踐成熟後的深刻反省，使《詩》《書》《禮》

成為個人人格進昇的精神層級的複合體。（三）孔子對《詩》《書》《禮》及《易》

作了整理和價值轉換，因使其得以在春秋時代開闢新的價值，使其提高、昇華，

形成比較確定的形式和內容，並使其恢復原有的合理狀態。93往後，對於經典的看

                                                 
91 同前註，頁 2-4。 
92 同前註，頁 7。 
93 同前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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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孟荀、韓墨與莊子（369-286 B.C.）中，皆可見其影響，徐先生總結道：「《廣

雅・釋詁》一，『經，常也』，常包括常道常法，因而視為一種尊稱……經學之

經，實用此引伸之義。」94 

他肯定孔子是六經成立後，在東周僵化的禮樂文明中重新賦活傳自西周經典

之新價值與新生命的重要轉折。這樣的賦活，在時間與空間上，不僅使之流傳久

遠，而且真正在中國政治、學術文化發揮重大影響、效能，再從個人生命來看，

不僅是可實踐，具普遍性、合理性，更是提升人格、價值之資具。換言之，由周

公創制，形成史官結構與文化的實質內容，在六經。六經在西周、春秋發揮著個

人修養與家國社會之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與歷史，精神的與超乎現實等無所

不在的作用，至孔子再被道出，據其所承，整理成具有一定形式與內容的六經、

並重新賦活之。 

徐先生從古代廣大的史官文化發展歷程，抽繹出的六藝、六經文化，以孔子

為其集大成者，經其往後傳散、發揚，據《漢書・儒林》所論漢代五經博士，政

府為其作有規劃的傳承，四百年來家世傳業，孜行不輟，實是人類文化史上獨有

的盛事。95因此徐先生所見者，不是簡單的分別經、史的問題，更不是由現代歷史

哲學或史學理論、西方史學所能框限解釋的經史形成歷程與生成結構。是以歷來

以現代史學說明中國經史存在的價值與結構，實皆不能盡其善。 

總上述，若就史官文化與經史形成獨特歷程的角度，來看徐先生所論的「以

史傳經」之說，其「史」的意涵便不是簡單的敘事，而是自《左傳》富有歷史哲

學與人文精神的深度思考，以解釋孔子《春秋》展衍的方式時，所延伸出的對經、

經學的思考，則可視為中國古代之史官學術與文化思想，展而為經學之獨特內涵

與作為聖明、莊嚴性存在的具體表徵。是以，重史並不削弱了經的價值，反而是

將徐先生所謂「歷史的意味」納入了經，深刻的說，就是孔子之謂「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中，行事乃為「深切著明」的充要條件。 

那麼中國古代史官史學的傳統，實是中國經典、經學在內容與價值之所從來，

經孔子點化與再造《左傳》傳述，而徐先生認為其精神、人文思維與價值留存於

《史記》，之後再不可得。那麼徐先生如何看待《史記》中的史官文化與《春秋》

精神？ 

                                                 
94 同前註，頁 47。 
95 同前註，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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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為現代史學意義下的《史記》，對《春秋》的繼承與發揮 

司馬遷〈滑稽列傳〉謂「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96

承先秦通說，推崇六藝價值。徐先生認為，史公承董仲舒學，還把六藝的意義集

注於《春秋》，由《春秋》加以統貫，並在〈太史公自序〉中歸結道：「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特別將禮「所為禁者難知」者表彰出，使其成為易知，

是以徐先生認為「一部震古鑠今的《史記》，便是在六藝，尤其是在《春秋》啟

發之下乃得以出現的」。97由六藝－《春秋》－《史記》，當中有繼承、有創發，

特別是孔子《春秋》在此起了收束六經為一的重要作用，而以禮義為大宗，啟發

《史記》，是以史公著〈禮書〉、〈樂書〉，可見其亦以禮樂為歷史文化、治政

之統宗。98  

太史公的史學意識中，除了西方上古所倡之「不朽」之外，更有西方史學傳

統中沒有的精神，徐先生認為乃是： 

 

以孔子作《春秋》的精神、目的，為他自己作史的精神、目的，……〈自

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易傳》、繼《春秋》，本《詩》《書》《禮》《樂》之

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對這種意思表現得最清楚。99 

 

太史公對孔子盛論之三代《詩》《書》《禮》《樂》，授《易傳》、述《春秋》之業，

自覺的有所承擔，加以繼承。 

當中最主要的精神，更在於： 

                                                 
96 ［漢］司馬遷、［南朝宋］裴駰、［唐］司馬貞、［唐］張守節：《史記三家注》（北京：中華書

局，1959 年），頁 3197。下引頁 3298。 
97 同前註，頁 222。徐先生此處「史記」未加書名號，推其上下文，此處徐先生指為通名的「史

記」，未嘗不可。 
98 徐先生此一思維，在晚年《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著作中說明其於《史記》繼承《春秋》，在此

前《兩漢思想史》卷三中，已有相當的論證爬梳，因此可以說其於《春秋》的思考，當是其

對照《史記》之條理論述後，而有的更為清晰的經史意識的覺察。 
99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322-323。下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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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史的精神，主要是發揮在「貶天子，退諸侯，討大夫」的與權威相抗

拒之上。他作史的目的，則是要使他的著作成為「禮義之大宗」，標示以

人民為主體的「王事」的大方向。 

這樣的精神，徐先生認為可以說是「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至此，徐先生層層深

入，透過揭櫫三代史官文化、六藝六經與《春秋》經傳之學，至《史記》，貫而統

之的是一種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在當中持續的作用著，其實質內容為禮義之大

宗，所關注者在於廣大生民真實生命的安頓。 

若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觀看《史記》此際所承繼的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特別

是由東周至秦漢，逐漸成型的專制君權下的政治文化，《史記》中又有著太史公

置身於當代的憂結，試圖自歷史中尋求、追索，反省其中的必然與偶然。徐先生

指謂： 

 

我在〈原史〉一文中，已經指出《左氏傳春秋》，特別凸出行為的因果關

係，以作成敗禍福的解釋，並為孔子的褒善貶惡，提供有力的支援。……

成敗禍福，可用行為的因果關係，加以解釋的，也即是由人類的理性所能

加以把握的，……。史公究天人之際，把歷史中的理性與非理性的，必然

的與偶然的，劃分一個大界線，他自己由此而從歷史現象的混亂中突破出

來，看出了歷史中「應然」的方向，使其著作，也和《春秋》一樣，成為

「禮義之大宗」。100 

 

如此繼承前統，以禮義之大宗為歸趨的中國古代經史意識與目的者，《史記》乃為

絶響。何以無以為繼？徐先生亦提出一解釋，認為在血緣專制下，人的吉凶禍福，

完全不能由道德理性加以解釋，而以三統之說代以禮樂之宗，以相對消極受命之

說代之以積極的人文意識自覺，深深影響往後的政治與文化。101 

《史記》所展現的對於不朽之人文精神、敘事之精巧，以至於歷史意識與哲

學，在古、在今皆為史學之典範。據徐先生所示，《史記》所繼承的內在質實，

猶是其尊奉的三代之政教、孔子之學，乃以禮義為大宗，而特為西方史學所不及

                                                 
100 同前註，頁 328-333。 
101 同前註，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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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換言之，中國上古之史，具有經的內容與價值，而經自古史所從來，成為中

國古史的代表，但其自身又有因孔子轉化，是為更精萃的人文精神之所在，在這

個意義上，經又獨特於上古之史。往後，《史記》作現古代史學所肯定的史學典

範，其內裡又是承自上古史、經與《春秋》經傳而來時，如此流脈相繼間，可以

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實質與要義，歸於孔子六藝經傳之學。歷代經學與研究者所從

事與回歸的，即對此禮義宗統不斷重新接受、詮釋與復歸的歷程。如此經史之統

緒與內涵，實不能以現代史學觀念解釋古代之史，同時今以西方史學觀為主的現

代史學，不僅不足以衡量、解釋司馬遷史學的內涵與意義，更不必言以此估量經

學的性質與價值了。 

四、結論：超乎現代史學的中國古代經史學 

自魏晉荀勗（？-289 年）四部分類，史類別出，續有擴展，而後蔚為大國，

然而以經為中國學術思想與文化主幹的傳統觀念，在民國新史學興起後，結合西

方史學理論與歷史思想的多重思考，在不斷省察中國史學得失之中，相對的失落

了傳統對經學性質的了解與掌握。同時，經典與經學，也由於在今日參照西方學

術分科而形成的文史哲學門中，成為無可歸屬的舊學問，從而不得不依文史哲性

質割裂其屬性。另一方面，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在晚清民國以來廣受關注，至少形

成二個影響，一則以史概經，經典與經學成為其中一段發展歷程，如章太炎中年

便持此論。102二則廣以學術發展史的研究作為經學內容與性質的研究基礎；若劉

逢祿以來，康有為、皮錫瑞，甚至是章太炎，以至於錢穆先生、徐先生皆然。這

又形成現代以經學史的研究與以史的方式考究經學，為研究經學為主要的方法。 

然而以史概經說，顯然不是徐先生精研西周史官制度與文化、六藝經傳，以

及《春秋》經傳的結論。他一則以史學的方法研究經學，亦即是經學史的研究，

二則所謂史的角度研究經學，也可解釋成從中國特有的上古史官文化之史，省察

中國經史的變遷與發展。至於他在經學史上的研究，也不盡以經學史發展的研究，

究定經典與經學屬性，一如皮錫瑞或章太炎二分為今、古文經學框架下的經學史

論述。其中也有二個特點。一則，徐先生以更大的經典與經學的產生背景，窮本

溯源的明察經的淵源，來自周公及其於西周所建構、形成的史官文化，就此說明

                                                 
102 參考宋惠如：《晚清經學思想的轉變——以章太炎「春秋左傳」學為中心》（新北：花木蘭出

版社，2013 年），頁 18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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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與經學的內涵與骨幹；一則細察入今所可見的周代文獻所顯發的周代史官文

化下的種種人文表現，特別自《左傳》所展現的當代建制，當中的種種顧慮，以

及思考顧慮背後所徵驗的當代人文思想之高度，及其所達致的境界。當中又提舉

出其最深層而內在的根柢，乃是建基自長期以來所積累的禮樂文明之統。由《左

傳》而《春秋》，上溯古代史官及相關建制，層層深入，再由三代以下、六藝經

傳、《春秋》《左傳》而致《史記》，一方面擴展並開拓了對古代經、史的現代

研究，一方面就其發展歷程，考察其思想內容；徐先生於經學史的研究與經學性

質的考察，既廣且深。 

在徐先生所展現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最重要的在指出二點：一、中國上古史

學具有其獨特的生成背景，以禮樂文明為其實質，探究其裏，更在不斷省察中，

借鑑過去，有望於未來。這樣的借鑑不是事件、避免重蹈覆轍式的簡直意義而已，

如徐先生所言，是道德式的理性批判的展現，實是累積與成就文明之統、禮義之

宗，對人之合理生活狀態的記錄、安排與期待。所以它的意義不僅在於了解過去、

理解現在，還在成為一種指示、根據，與對合理生活的追求、嚮往。其次，在周

代對禮義文明的實踐、修省與不斷回歸當中，史官文化所建制者可謂上古文明制

度面的展現，六藝經傳為制度面與生活實際結合的展現；至《春秋》《左傳》則

是在僵化的禮樂制度中，試圖進行實質的復歸；而《史記》則是在其時代限制之

下，對此禮義文明的嚮往與稱頌。那麼六經所載錄與代表的正是此一以禮樂文明

之流中，最為精萃，也是上古生活面與制度面合一時的高度表現。此乃如章學誠

論述上古史官職掌有分層，其下各有記注之書，而可得以成為其所謂撰述之書的

資料基礎，六經為其最上層史官所匯萃，其所謂撰述者103，而所撰述內容實際又

為政教合一之展現。是以就此而言，上古之史並不就等於經學，而可進一步揭明、

掌握古史與六經的流變之真貌。 

再者，六經具有古史之史的特性，當《春秋》以編年史的形式顯其面目，編

年體例作為古今史學共通的形式，使其極富史學性質，是以《左傳》傳述《春秋》，

                                                 
103 ［清］章學誠謂：「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

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參氏撰：〈釋通〉，《章學誠遺書》，頁 36。又言：「舍人倫

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參氏撰：〈史釋〉，《章學誠

遺書》，頁 41。「《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參氏撰：〈永

清縣志一・恩澤紀第二〉，《章學誠遺書》，頁 419。指的便是古代史官結構上層為五史之史，

其下為府史所掌的記注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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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可避免的具有濃厚的史學性格。若以現代史學的標準，《左傳》內容與所展

現的上古豐富人文景象，自在《春秋》之上。但是，根據徐先生所開展的古代之

史的精神，便不可以現代史學標準要求《春秋》，因其特殊結構乃承自古代史官

之法，又益以孔子之意及其書法。就此意義而言，無論是古代之史或是現代之史，

經、史實不相同。 

復次，徐先生特別關注《左傳》「以史傳經」的方法，可析為三個特點，第

一、歷史具體事實的敘述，乃《左傳》深具所謂「歷史的意味」，正是全面而具

體的展現此一史官見識與文化，以及孔子所承六藝流脈，相對完整的方式。第二、

掌握孔子所指出的經驗教訓，與第三、孔子的根據，孔子經驗教訓乃根據當代具

體事實所指陳者，如此思維又來自古代史官之學，而所謂孔子的根據，亦正是承

自周公建制的禮樂文明之宗及其自身實踐修養所得。因此可以說，《左傳》所展

現的不僅在周制文明，孔子之思，據其展現的形式與內容來看，亦具有諸多古代

史官的經驗教訓與識見。換言之，其所具體展現的，便是東周諸多史臣不斷復歸

禮樂之統的歷程。那麼它所啟發於後世的，便是我們亦在此生生之流中，不斷復

歸與再創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此亦是一種歷史意味，更是不斷經由史官、孔

子及其後世跟從者所實踐、積聚而成的禮樂文明之統。古代史官有周禮官制支佐

而形成其識見文化，孔子卻是在制度崩散中，承敝卻能重新開創與繼承此禮義之

統者，當然有其特殊地位。其使古史文化之跡《詩》《書》《禮》《樂》得以流

傳，透過《春秋》以承繼往，示範當代，並有望於未來的創造，結合《左傳》又

成為後世史學的原型與典範。徐先生之說全面而精微的指示了孔子《春秋》學之

精義，就其所謂之經史意識、經史之別與經學內涵的論述，予現代經學、史學研

究，實有深重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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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History to Explain the Classics - 
A Study of Xu Fugua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Sung, Hui-Ju 

[Abstract] 

Through his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ians, Xu 

Fuguan discussed and elaborated on the Chinese Classics, affirming its values of 

historiography. Xu’s studies of the systems of civil servic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long with its culture, and the Six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Zuo Commentary, had shed keen insight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special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which served as the 

cornerstone for his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essence and value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Starting first with stud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Han Dynasty, and second,  the exegesis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Zuo 

Commentar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X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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